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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儒家生死观与中国共产党
人的“生死伦理”*

◎ 孔新峰

内容提要 本文勾勒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“生死伦理”的基本形貌，认为其中既

有大量关乎党员个体层面的“生死伦理”，亦有关乎全党集体层面的“生死伦理”; 既有关

乎我党在时间维度上抓好自身建设、贞定信仰、不忘初心、护持传统、清正党风层面的“生

死伦理”，亦有关乎我党在空间维度上强化与人民群众生死盟约层面的“生死伦理”。理

解中国共产党人的“生死伦理”，既应看到其基于科学理论、回应时代需要的创造性，也

不容割裂其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性。忠实传承和弘扬儒家生死

观中的优秀成分，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乃是我们深入思考和永续推进中

国共产党人“生死伦理”的应有之义。先秦儒家孔、孟、荀诸子的生死观，以其人间品质、

君子人格、集体本位、民生关怀等特质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“生死伦理”重要的本土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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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当代极有影响的新教神学家、宗教哲学家蒂利

希( Paul Tillich，又译为田立克，1886 － 1965 ) 的思想

精髓，乃是所谓“终极关怀”( ultimate concern，又译

作“终极关切”) 。他将所谓“信仰”界定为某种“终

极关怀”的状态( Faith is the state of being ultimately

concerned) ，①认为人在物质关怀之上存在精神关

怀，而有些精神关怀是紧迫的乃至至关重要的，其对

于个人或社群的生活而言便可称为“终极”: “如果

某种至关重要的关怀声称自身为终极( ultimacy) ，它

便要求接受者完全委身，而且它应许完全实现，哪怕

其他所有的、有类似声称的关怀不能不从属于它，或

以它的名义被拒绝。”②信仰是人类精神的核心行

为，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; 人类精神的所有基本功

能、一切创造活动无不深藏着终极关怀; 终极关怀未

必皆为宗教，但本身具有某种宗教性。③终极关怀不

同于作为现代医护领域中新兴边缘性交叉学科及临

床实践的所谓“临终关怀”( hospice care) ，但“生死

事大”，终极关怀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人的生死问题。

我国台湾学者、华人世界“生死学”的开创者傅伟勋

教授认为: 世界各大宗教传统的终极关怀方式各有

* 基金项目: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现代国家构建视
角下的中国共产党治疆方略研究”( 14CDJ006 ) ; 中央社会主义学
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重大课题“中国皇权政治与西欧绝对主义国
家比较研究”( ZK20180231)

① Paul Tillich，Dynamics of Faith，Harper ＆ Ｒow Publishers，
1957，p． 1．

② 参见［美］蒂利希: 《信仰的动力》，钱雷松译，中国轻工业
出版社，2019 年，第 1 页。转引自张志刚:《宗教学是什么》，北京
大学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273 页。笔者根据原文对译文及出版信
息进行了校改。

③ 参见张志刚:《宗教学是什么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 年，
第 273 ～ 27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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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秋、各具特色，儒家虽不是普通意义的“宗教”，但
也具有强烈的宗教性，而“这些传统的终极关怀有
一个共通点，即对生死问题的凝视与关注，面对死亡

的挑战，能够凭借宗教的、道德的高度精神力量予以
超克，以获得安身立命、永生或解脱。”①我国著名学
者张岱年先生则认为，古今中外的终极关怀无外乎

三种类型: 一是皈依造物主的终极关怀，二是返归本

原的终极关怀，三是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。我
们或许可将这三种终极关怀类型分别理解为宗教

的、哲学的与道德的。张岱年先生认为，这三种类型
的终极关怀对生死矛盾提供的解决方式，在某种程

度上都是有效的，在追索人生最高终极价值的过程

中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生死的超越。②

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
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。

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
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
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学习党的
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，学习党的基本知识，学习科
学、文化、法律和业务知识，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
领。③ 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，

严守党章规定，坚定理想信念，牢记党的宗旨，绝不

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。④ 然而，从我
们前文爬梳的学术意义上观之，作为学习型、服务型、

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

党，中国共产党也有她的终极关怀: 党的最高理想和

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。⑤ 为此，在当前及今后相
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，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为“实
现推进现代化建设、完成祖国统一、维护世界和平与
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，实现‘两个一百年’

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

斗”。⑥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，就是为中国人

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。⑦ 毫无疑问，这一终
极关怀是崇高而远大的。为了实现这一终极关怀，

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识到: “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

神支柱和政治灵魂，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

基础。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
任务，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，挺起共产党人的

精神脊梁，解决好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这个‘总
开关’问题，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
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。”⑧

为了实现这一终极关怀，“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
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，为实现共

产主义奋斗终身”; 必须“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
一切，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，吃苦在前，享

受在后，克己奉公，多做贡献”; 必须“为了保护国家
和人民的利益，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，

英勇斗争，不怕牺牲”。⑨ 而入党誓词中亦明确写
道: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
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

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

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

党。”瑏瑠而党章总纲则明确指出: “党风问题、党同人
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。”瑏瑡

笔者认为，上文列举的“坚定信仰者”“不惜牺牲
个人的一切”“多做贡献”“不怕牺牲”“奋斗终身”“牺
牲一切”以及“党生死存亡”等语，勾勒出新时代我党
“生死伦理”的基本形貌。瑏瑢 其中，既有大量关乎党员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⑦

⑨

瑏瑠

瑏瑢

傅伟勋:《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
2006年，第 59 ～ 65 页。另参傅伟勋:《生命的学问》，浙江大学出
版社，1996 年。
张岱年:《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》，《社会科学战

线》1993 年第 3 期。
参见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总纲、第一章第三条第( 一) 款。

拙文所引党章，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、
2017 年 10 月 24 日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。

《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》，新华社，
http: / /www． fjnet． com /shishi / tj /201805 / t20180518 _255965． htm，
2018 年 5 月 18 日。

⑥瑏瑡 参见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总纲。
⑧ 习近平: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———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
上的报告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17 年 10 月第 1 版。
参见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第一章第二条、第一章第三条第

( 三) 款、第一章第三条第( 八) 款。
参见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第一章第六条。
李海青教授亦曾指出: 就社会基础而言，中国共产党高度

重视构建与人民群众的道义性的“生死伦理”契约。这一“生死
伦理”契约与注重思想建党、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及党员个体不
断强化党性修养等因素一起，在运行机制上有机结合与内在协

调，构成了使命型政党的治党逻辑。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实际就
是按照这一治党逻辑展开的。参见李海青: 《使命型政党的治党
逻辑———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理路》，《经济社会体制比
较》2018 年第 2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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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层面的“生死伦理”，亦有关乎全党集体层面的
“生死伦理”( 亦即“党风问题、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

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。”) ; 既有关乎我党在时

间维度上抓好自身建设、贞定信仰、不忘初心、护持传

统、清正党风层面的“生死伦理”，亦有关乎我党在空间

维度上强化与人民群众生死盟约层面的“生死伦理”。

二

前文简单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

后中国共产党“生死伦理”的基本形貌。实际上，从

我党历史看，中国共产党的“生死伦理”可谓具有悠

久深厚的传统。在长期的革命、建设与改革的浴火

淬炼中，中国共产党人深知“要奋斗，就会有牺牲”

的道理，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死

观，发扬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”①的气

概，逐渐塑造出与中国人民坚强牢固的生死盟约。

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，建立在对于宗教终

极关怀之批判和扬弃的基础上。“宗教里的苦难既

是现实中的苦难的表现，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

抗议。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，……宗教是人民

的鸦片。”②所谓“人民的鸦片”，无非是指其名为
“出世”，实则是转嫁注意力于所谓彼岸，而规避了

对此岸世界的分析、批判与变革，在迷惑与麻痹人民

的同时，客观上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不义统治者在此

岸世界的统治。哪怕中国历史上借形形色色宗教之

名开展的农民战争，也无异是以一种“人民的鸦片”

取代了另一种“人民的鸦片”。正如当代学者陈旭

麓所见:“万千来自下层的人们在神道观念之下，手

执引魂幡、混天大旗、雷火扇、阴阳瓶、九连环、如意

够、火牌、飞剑，勇敢地对抗帝国主义的火炮快枪，在

这个过程里，愚昧化为悲壮。”③又如我党早期领导

人李大钊所言: “太平党人虽然知道鸦片是帝国主

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毒物，而不知宗教亦是帝国主

义麻醉中国民族的东西，其作用与鸦片一样。他们

禁止了鸦片，却采用了宗教，不建立民国，而建立天

国，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”④而关于“生死

伦理”特别是“何谓不朽”“何谓真生命”，另一位我

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也有精到的见解，他曾说:“个

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，或长或短，不算什么大问

题，因为他不是真生命，大问题是什么? 真生命是什

么? 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，这种

永远不朽的生命，乃是个人一生底大问题。社会上

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，也是社会底大问题。Olive

Schreiner夫人底小说有几句话: ‘你见过蝗虫，他们

怎样渡河么? 第一个走下水边，被水冲去了，于是第

二个又来，于是第三个，于是第四个: 到后来，他们的

死骸堆积起来，成了一座桥，其余的便过去了。’那

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，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

生命，永远的生命! 因为过去底人连脚迹也不曾留

下，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底价值。”⑤

中国共产党人的“生死伦理”，离不开马克思主

义生死观的丰厚滋养。笔者在此只需征引三段在新

中国脍炙人口、深入人心的文字。青年马克思在其
《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》中说: “如果我们选择

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，我们就不会为它

的重负所压倒，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; 那时

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，我们

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，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，但

将永远存在; 而面对我们的骨灰，高尚的人们将洒下

热泪。”⑥在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结尾部分，马克思、恩格

斯在阐明共产党人的观点和意图后，对殊死斗争的

前景做出如是判断: “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

观点和意图。他们公开宣布: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

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。让统治阶级

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。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

失去的只是锁链。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。”⑦而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毛泽东:《七律·到韶山》，1959 年。
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1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72年，第2页。
陈旭麓: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

版社，2006 年，第 207 页。
《李大钊全集》第 5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100 页。
《陈独秀著作选编》第 2 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 年，第

167 ～ 168 页。
［德］马克思: 《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》( 1835 年) ，

《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58 年，第 49 页。
［德］马克思、［德］恩格斯: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

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，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 65页。此
外，李海青教授在其对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政治哲学解读中指出:马克思
主义使命型政党强调人民立场，注重构建党与民众之间的生死伦理

关系。参见李海青:《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理论溯源———对〈共产
党宣言〉的政治哲学解读》，《哲学动态》2018年第5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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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，作者借主人公保尔·柯

察金之口说道: 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。生命每个人

只有一次。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: 当回忆往事的

时候，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碌碌

无为而羞愧; 在临死的时候，他能够说: ‘我的整个

生命和全部精力，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

业——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’”①

系统表述了中国共产党人“生死伦理”的，当属

毛泽东同志。1939 年 12 月，在《纪念白求恩》一文

中，毛泽东深情讴歌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

大医生白求恩，他指出: “纪念他，可见他的精神感

人之深。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

神。从这点出发，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。

一个人能力有大小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，就是一个高

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

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②1944 年
9月，在纪念烈士张思德的《为人民服务》一文中，毛

泽东指出: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

为人民利益而死，就比泰山还重。……张思德同志

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，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。”

“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，要看到成绩，要看到光

明，要提高我们的勇气。中国人民正在受难，我们有

责任解救他们，我们要努力奋斗。要奋斗就会有牺

牲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

利益，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，我们为人民而死，就

是死得其所。”③1945 年 4 月，在我党七大上所作的

政治报告《论联合政府》中，毛泽东指出:“中国共产

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，被征服，被杀绝。他们

从地下爬起来，揩干净身上的血迹，掩埋好同伴的尸

首，他们又继续战斗了。”“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

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，相信自己的事业

是完全合乎正义的，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，随时

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，难道还有什

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、观点、意见、办法，舍不得

丢掉的吗? 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、政治

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

全的肌体吗?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

他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

难过，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，还有什

么错误不能抛弃吗? ……成千成万的先烈，为着人

民的利益，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，让我们高举

起他们的旗帜，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!”④1945 年
6 月，在我党七大闭幕词《愚公移山》中，毛泽东指

出:“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一定要不断地工作，我

们也会感动上帝的。这个上帝不是别人，就是全中

国的人民大众。”⑤“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，下定决

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但这还不够，

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，甘心情愿和我们

一起奋斗，去争取胜利。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

心: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，不是反动派的。”⑥

1939 年 7 月，刘少奇在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

中，既勾勒出共产党人“生死伦理”与儒家生死观的

内在继承，又彰显了前者对于后者的批判和扬弃。

他指出:“为了党的、无产阶级的、民族解放和人类

解放的事业，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，甚至牺

牲自己的生命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‘党性’或‘党的

观念’‘组织观念’的一种表现。这就是共产主义道

德的最高表现，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

现，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。”“在我们

共产党员看来，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，

是最不值得、最不应该的。但是，为党、为阶级、为民

族解放，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，为最大多数人民

的最大利益而牺牲，那就是最值得、最应该的。我们

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、毫无犹豫

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。‘杀身成仁’‘舍生取义’，在

必要的时候，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，是被视为当然

的事情。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

①

②

③

④

［苏联］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: 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》
( 名著名译插图本) ，梅益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232 ～
233 页。当然，紧随这段话有句较少为人征引却非常重要的话:
“人应当赶紧地、充分地生活，因为意外的疾病或悲惨的事故随时
都可以突然结束他的生命。”

《毛泽东选集》第 2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1 年，第 660 页。
《毛泽东选集》第 3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1 年，第 1005 页。

童世骏教授指出:《为人民服务》的独特之处在于，毛泽东对生死
观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;“《为人民服务》通过谈论‘死’的意义，
以朴素的、世俗的语言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。”参见
童世骏:《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———重读〈为人民服务〉》，
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》2005 年第 9 期。

⑤⑥《毛泽东选集》第 3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1 年，第 1096
～ 1097、1098，1102，1101 ～ 1102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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钓誉，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

高度自觉。除了这种最伟大、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

德以外，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、更崇高

的道德。……把道德观建立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基

础上，公开地宣称我们的道德是为着保障无产阶级

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战斗利益，这只有共产党人能够

做到。”①

1928 年 3 月，夏明翰烈士慷慨就义，留下了感

人至深的绝笔诗: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。杀了

夏明翰，还有后来人。”1935 年 6 月，我党早期领导

人瞿秋白笑言“此地很好”，慷慨赴死，②并在牺牲之

际高呼: “为革命牺牲，是人生最大的光荣。”③1935

年 8 月，方志敏烈士激昂赴死，他说: “敌人只能砍

下我们的头颅，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! 因为我们

信仰的主义，乃是宇宙的真理! 为共产主义牺牲，为

苏维埃流血，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!”④1936 年冬，

陈毅在身陷重围之际，写下了《梅岭三章》⑤这一“绝

笔诗”，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儒家生死观

的自觉传承。即使碧落黄泉都誓将正义事业进行到

底的斗争精神———“此去泉台招旧部，旌旗十万斩

阎罗”; 功成不必在我但牺牲且自我始的同志同道

信念———“后死诸君多努力，捷报飞来当纸钱”; 以

及为人民的正义事业而死是谓死得其所的价值追

求———“取义成仁今日事，人间遍种自由花”。1947

年 1 月，刘胡兰烈士英勇捐躯，留下“怕死不当共产

党员!”⑥的豪迈遗言。1947 年 3 月 25 日，毛泽东听

取任弼时关于刘胡兰事迹的汇报后，深受感动，挥笔

写下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八个大字。⑦ 而新中国

成立以来，铁人王进喜( “宁可少活二十年，拼命也

要拿下大油田”) 、共产主义好战士雷锋( “人的生命

是有限的，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。我要把有限的

生命，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”) 、人民的

好县委书记焦裕禄( “把我运回兰考，埋在沙堆上，

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

好”) ，莫不以自己的壮烈事迹和生死感悟，续写了

中国共产党人的“生死伦理”。

中国共产党人的“生死伦理”，奠基于其立党精

神和根本属性之上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

先锋队，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，是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，代表中国先进生

产力的发展要求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，代

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。⑧“先锋队”意味着

这一政党具有高度的先进性和纯洁性，“中国工人

阶级”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”则表明了这一政党具

有深厚的人民基础和广泛的代表性，党除了工人阶

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，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。

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之有别于其他政

党，正在于她对“结党营私”“党同伐异”“党而不

群”的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理念的彻底摒弃，正在于

她能够“立党为公”“执政为民”“敬业乐群”，正在

于她“毫无自私自利之心”“大有利于人民”的精神，

正在于她以“实现好、维护好、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

本利益”为己任，“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，坚持

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”，“把人民拥护不

拥护、赞成不赞成、高兴不高兴、答应不答应作为衡

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”。1973 年 6 月 22 日

晚，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马里共和国国家元

首穆萨·特拉奥雷上校。后者说: “我们非洲的人

都认为毛主席是天才，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。

法国人教导我，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，但我

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，拿破仑不及毛主

席的三分之一。”毛泽东摇头说: “你把我吹得太高

了。我是地才，地就是土地吧。都是人民群众的经

验，我作的总结。没有人民，啥事都干不成啊! 请你

少吹一点了，我的朋友啊，你也不要强加于我。”生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《刘少奇选集》上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81 年，第 130 ～ 131、
133 ～ 134 页。
杨之华、洪久成: 《回忆秋白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84 年，第

166 ～ 167 页。
沈乃煜选编:《百名英烈遗照遗书诗文选》，中国文联出版

社，2000 年，第 55 页。
朱杰人编:《用生命告诉明天———为新中国牺牲的烈士诗

歌选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84 页。
《陈毅同志诗词选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77 年，第 12 页。
胡华: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第 18 卷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81

年，第 293 ～ 295 页。按: 当时刘胡兰还不是我党正式党员，1947
年 8 月 1 日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出决定，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
产党正式党员。
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: 《毛泽东年谱( 一八九三———一

九四九) 》修订本下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177 页。
参见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总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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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属蛇的毛泽东以“地才”自况，而他的“大地”不是

别的，正是人民。人民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“大

地”，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“上帝”。在《愚公移山》

中，毛泽东说: “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一定要不断

地工作，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。这个上帝不是别人，

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。”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

得“补天柱地”“开天辟地”的伟大成就，中国共产党

人之所以能成为“顶天立地”“经天纬地”的时代先

锋，端赖于其时刻铭记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这一

党的根本宗旨，秉持“人民立场”这一根本政治立

场，务期“欢天喜地”，进而“感天动地”，得民心而得

天下，顺民心而治天下。①

三

包含“生死伦理”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

关怀，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思想意识形态之一，

“生死伦理”及其与之相关的特有的革命精神、思想

境界和理想信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。

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现

实根源。它既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宗教的生死观有

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又是马克思主义生死哲学的具

体发展。它既是这些思想的批判与继承，又是实践

的反映与升华。② 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“生死伦

理”，既应看到其基于科学理论、回应时代需要的创

造性，也不容割裂其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

统文化的继承性。我党早在 2011 年十七届六中全

会上，即发出重大讯号: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，

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，

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。2013

年 11 月 26 日，习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调研时，发出要

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讯息。而在党的十九

大报告中，上述讯息被保留与转述为:“中国共产党

从成立之日起，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

践行者，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

扬者。”③在十九大后新修订的党章中，“推动中华优

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④赫然在目。

忠实传承和弘扬儒家生死观中的优秀成分，并推

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乃是我们深入思

考和永续推进中国共产党人“生死伦理”的题中应

有之义。

应该看到，儒家生死观并不能代表传统中国生

死观的全部。日本学者清宫刚曾将中国古代生死观

概括为四种基本类型，即: ( 1 ) 重视社会、国家的儒

家的生死观; ( 2) 重视和超越个人的老庄的生死观;

( 3) 重视现实生命的快乐主义生死观; 以及( 4) 探求

不死的神仙家的生死观。⑤ 我国当代哲学家段德智
《中国哲学家论死亡》一文指出，传统中国死亡哲学

区别于西方死亡哲学者，有以下显著特征: 一是死亡

的社会性与社会价值取向，即所谓“杀身成仁”与
“舍生取义”; 二是死亡的终极性和非终极性，即所

谓“死而不朽”与“死而不亡”; 三是死亡的本体论与

世界观意义，即所谓“出生入死”与“尽性至命”; 四

是生死的排拒与融会，即所谓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体

现出的“死生一体”或“生死一如”。⑥ 段德智先生

所言的传统中国死亡哲学的四大特征，主要依据的

既包括儒家思想，也包括道家等学派的思想。然而，

正是也唯有先秦儒家孔、孟、荀诸子所阐发的生死

观，以其人间品质、君子人格、集体本位、民生关怀等

特质，构成了中国传统生死观的菁华成分和中流砥

柱，亦足以构成中国共产党人“生死伦理”至为重要

的本土资源。

笔者认为，南宋末政治家、文学家文天祥可谓今

人理解儒家生死观的一位关键人物。其《正气歌》

阐明了“( 正) 气”这一儒家生死观的本体论基础; 其
《过零丁洋》中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

青”，则阐明了儒家生死观背后的在有朽中追求不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参见孔新峰:《人民立场 人间正道》，《浙江日报》2016 年
7 月 13 日，第 15 版。
参见于清震:《中国共产党人终极关怀的历史考察》，硕

士学位论文，山东师范大学，2012 年。该文有非常细致的相关
文献述评，同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哀思、旌表与抚恤，以及中国
共产党人终极关怀下的文化与革命道德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

理和阐释。
习近平: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伟大胜利———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
的报告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17 年 10 月第 1 版。
参见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总纲。
［日］清宫刚: 《中国古代的生死观》，《河北大学学报》

1998 年第 4 期。
段德智:《中国哲学家论死亡》，陈忠华主编: 《脑死亡: 现

代死亡学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4 年，第 50 ～ 5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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朽的历史意识; 而其绝笔书《衣带赞》中的“孔曰成

仁，孟曰取义，唯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

何事? 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则集中呈现了儒家生

死观“取义成仁”的本质内核。亦即“中国思想家倾

向于在群体中来掌握个人生命的意义，所以，在个人

生命油枯灯尽的时刻，他们因为深知个人生命有时

而尽，但群体文化慧命却绵延不绝，所以，他们面对

生命的终结时，常表现出一种坦荡荡的情怀，不忧不

惧。”①儒家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，然其生死观却

颇富某种宗教性( religiousness) 。孔子指出: “志士

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( 《论语·卫

灵公》) 孟子强调，人绝不可“失其本心”: “生，亦我

所欲也，义，亦我所欲也; 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

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故不为苟得

也; 死亦我所恶，所恶有甚于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

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，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?

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，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?

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，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。

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所恶有甚于死者。非独贤者

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贤者能勿丧耳。”“万钟则不辩

礼义而受之，万钟于我何加焉!”( 《孟子·告子上》)

荀子则说:“人之所欲生甚矣，人之所恶死甚矣，然

而人有纵生成死者，非不欲生而欲死也，不可以生而

可以死也。”( 《荀子·正名》)

孔、孟、荀何以提出“杀身成仁”“舍生取义”“纵

生成死”? 我国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《儒家生死观

背后的信仰》一文②指出: 儒家除了对人间表示深刻

关怀以外，还有“纵摄”向上超越的一面，即孟子所

言的“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道德勇气和充

沛自信，而这种勇气与自信的来源，同时亦是儒家生

死观背后的信仰，一言以蔽之便是“天”。首先，儒

家认为死亡便是自然生命的结束。但人活一世，除

了“自然生命”以外，尚有“价值生命”需要完成，人

必须凭借“自然生命”以实现其“价值生命”，因此仁

人君子应当善自惜生。其次，儒家认为死亡也是自

然生命的完成。儒家将“天命”从“天的命令”转化

为“人的使命”，③一方面相信死亡与“命运”有关，

另一方面又相信死亡与“使命”有关。而所谓使命，

则是指人对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的自觉: 人要知

道自己为何而生、为何而死; 知道为何而生、为何而

死，就可以选择某一理想，以成全其价值生命。当人

一旦对死亡采取主动或达观态度，就不再被动地受

死亡威胁，生命向度遂可豁然开朗。据此，我们当可

更好地理解曾子所言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

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? 死而后已，不亦远

乎?”( 《论语·泰伯》) 而在临死之际，曾子对其门人

弟子所讲的那一席话，亦适足以让我们看到因这份

“任重道远”而一生“临深履薄”之后的士之安眠。④

据此，我们也可更好地理解子贡在受到孔子开导之

后发出的慨叹: “大哉死乎! 君子息焉，小人休

焉。”⑤而荀子则将这“生乎由是，死乎由是”者称之

为“德操”。⑥ 其三，孔子虽曾对子路说过“未知生，

焉知死”( 《论语·先进》) ，但并不表示儒家避谈死

亡。孔子此言的深意在于: 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为

何而生，就不可能知道自己为何而死。唯有知道生

命的意义与目的，才会知道死亡其实只是一种界限

状况，正是此界限状况使得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得以

实现。其四，儒家不仅谈死亡的意义，更极其重视死

亡，而其抓手便是对于祭祀的高度强调和再三致意。

孔子曾讲: “生，事之以礼。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黄俊杰:《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》，台北:“国立”台湾大学
出版中心，2015 年，第 323 页。
傅佩荣:《儒家生死观背后的信仰》，《哲学与文化》1994

年第 7 期。
吴依容:《孔子的生死观研究》，硕士学位论文，台中: “国

立”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，2009 年，第 212 页。
《论语·泰伯》: “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: ‘启予足，启予

手。《诗》云: 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后，吾知免
夫，小子!’”

《荀子·大略》载: 子贡问于孔子曰: “赐倦于学矣，愿息
事君。”孔子曰:“诗云:‘一温一恭朝夕，执事有恪。’事君难，事君
焉可息哉!”“然则，赐愿息事亲。”孔子曰:“诗云: ‘孝子不匮，永
锡尔类。’事亲难，事亲焉可息哉!”“然则赐愿息于妻子。”孔子
曰:“诗云: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妻子难，妻子焉
可息哉!”“然则赐愿息于朋友。”孔子曰:“诗云:‘朋友攸摄，摄以
威仪。’朋友难，朋友焉可息哉!”“然则赐愿息耕。”孔子曰: “诗
云:‘昼尔于茅，宵尔索绹，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谷。’耕难，耕焉
可息哉!”“然则赐无息者乎?”孔子曰: “望其圹，皋如也，颠如
也，鬲如也，此则知所息矣。”子贡曰:“大哉! 死乎! 君子息焉，
小人休焉。”

《荀子·劝学》: “生乎由是，死乎由是，夫是之谓德操。
德操然后能定，能定然后能应。能定能应，夫是之谓成一人。天
见其明，地见其光，君子贵其全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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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。”( 《论语·为政》) 荀子则说: “丧礼者，以生者

饰死者也，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。故事死如生，事亡

如存，终始一也。……凡礼，事生，饰欢也; 送死，饰

哀也; 祭祀，饰敬也; 师旅，饰威也。……故丧礼者，

无他焉，明死生之义，送以哀敬，而终周藏也。故葬

埋，敬藏其形也; 祭祀，敬事其神也; 其铭诔系世，敬

传其名也。事生，饰始也; 送死，饰终也; 终始具，而

孝子之事毕，圣人之道备矣。”( 《荀子·礼论》) 祭祀

作为孝道和社会教化的重要环节，有利于将个体生

命融入永恒的生命之链，在有限有朽之个体自然生

命中实现无限不朽的社群价值生命。

文化的终极成果，是人格( personality) ，而中华

文化的终极成果，乃是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; 中华民

族的集体人格，乃是君子人格。以儒家生死观为内

核的中国传统生死观中的优秀成分，均需要落定在

一代又一代具体的中国人的身上。此即鲁迅先生所

言: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

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……虽

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，也往往掩

不住他们的光耀，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①文天祥所

言的“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?”，可谓道明了“读书”这

一儒家生死观最重要的社会化( socialization) 机制。

当然，对此“读书”宜作“教化”这一广义的理解，将

家庭、学校、取士等环节以及庙堂高深的文化大传统

和江湖闾巷的文化小传统结合起来，看待儒家生死

观广布社会、深植人心、传承永续，直至对不同世代

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影响的社会化因素。

前文已述，中国共产党人的“生死伦理”，既有

关乎党员个体层面的，亦有关乎全党集体层面的

( 亦即“党风问题、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

生死存亡的问题。”) ，而这恰与儒家生死观相映成

趣。所谓生死事大，不仅对于个体而言如此，对于社

群集体而言亦然。甚至可以说，儒家生死观还存在

一个长期以来较少为人所关注的集体维度，那便是

一种“身体政治”或“政治身体”( body politic) 的政

治想象。我国台湾学者黄俊杰曾经指出: 中国古代

思想史具有“身体政治论”的鲜明特质，“亦即以人

的身体作为‘隐喻’( metaphor) ，所展开的针对诸如

国家等政治组织之原理及其运作之论述。”②美国当

代政治理论家谢尔顿·沃林( Sheldon Wolin) 曾经指

出: ( 西方) 古典世界向所谓“灵修之道”( soul －

craft) 与“治国之道”( statecraft) 的联结，而马基雅维

利可谓这一联结传统的终结者。③ 这种古典的联结

传统，在儒家经典著作中所在多有，并集中呈现为

《大学》“格致诚正修齐治平”的内圣外王结构; 而用
《吕氏春秋》中颇为精当的判语来说，便是“治身与

治国，一理之术也。”( 《吕氏春秋·审分览》) 人之个

体有生死，而包括传统家、国、天下乃至现代政党等

政治组织在内的人之社群集体，也自然有其“生

死”。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·霍布斯( Thomas

Hobbes，1588 － 1679) 在其名著《利维坦》“前言”中，

曾有著名的“人造人”( Artificial Man) 譬喻，其中将
“和睦”视为国家的“健康”，“动乱”视为国家的“疾

病”，而内战则意味着国家的“死亡”。④ 黄俊杰先生

则指出，中国古代儒家的身体隐喻思维，牵涉到的一

个重要问题是: “身体是受时间与空间因素所决定

的( temporal － spatially determined) 存在。中国古代

儒家既以身体喻政治机制，那么，他们如何面对身体

的时间性与身体的空间性问题?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

个角度来思考: 古代儒家如何处理受时间所决定的

身体之绵延的问题? 他们又如何思考作为空间的身

体之扩大的问题?”⑤换言之，儒家生死观不仅要顾

及个体之人的生死，亦须考量社群集体的“生死”，

而后者往往体现为如何实现长治久安、国祚绵长

的问题。

《中庸》有云:“大德者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

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”《管子》有云: “国有四维，一维

绝则倾，二维绝则危，三维绝则覆，四维绝则灭。倾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鲁迅: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?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 6 卷，
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1 年，第 149 页。
黄俊杰:《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》，台北:“国立”台湾大学

出版中心，2015 年，第 289 页。黄俊杰进而指出并分析了中国
“身体政治论”隐藏的两项含义: 1、统治行为是一种由内向外的
觉醒与推展过程; 2、身体中“心”与其他器官之互相依赖性及其
断裂问题。
参见［美］谢尔顿·沃林:《政治与构想: 西方政治思想的

延续和创新》，辛亨富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 年。
［英］霍布斯:《利维坦》，黎思复、黎廷弼译，杨昌裕校，商

务印书馆，1996 年，“前言”，第 1 页。
黄俊杰:《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》，台北:“国立”台湾大学

出版中心，2015 年，第 32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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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正也，危可安也，覆可起也，灭不可复错也。何谓

四维? 一曰礼、二曰义、三曰廉、四曰耻。”( 《管子·

牧民》) 前文已述，成仁取义是儒家生死观在个体层

面的鲜明特质，以“仁”“义”等为代表的“价值生

命”优先于个体的自然生命，当两者发生冲突不可

兼得时，要果决地做出“杀身”“舍生”“纵生成死”

的抉择。但是，由于家国天下之于个体之人而言显

居优位，对于政治社群来说，一方面，要坚定地做到

“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”( 《礼记·大学》) ，做到
“积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”( 《荀子·劝

学》) ，巩固伸张礼义廉耻; 但另一方面，基于政治伦

理相对于个体伦理的复杂吊诡性，政治社群做出生

死抉择，相对个体而言要困难许多，需要更为审慎的

政治智慧。然而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: 人无德不立，

国无德不兴，甚至国无德恒亡。问题在于，对于国家

这样的大型政治社群而言，我们必须对何谓“德”有

清明的认识。“有盛德者必有大业”，我国台湾历史

学者王健文曾对古典中国政治中的“德”字做过精

细的考辨，认为其原始意义乃是“神圣属性”，而具

体内容则可以通过“族群传统”“祖先家法”“立国精

神”等得以说明; 拥有作为“神圣属性”之“德”者，可

以正当地拥有土地、人民及权威，而自春秋以降，

“德”经常又以道德、善性的脉络被理解。王健文先

生称前者为“德性”，称后者为“德行”。① 政治秩序

的创生者乃是“以德受命”，而其后继者则应当“敬

慎厥德”，方可保障国祚久长。基于此，王健文先生

又对“国君一体”与“国、君一体”作出了精彩的阐

发。②所谓“国君一体”，“即历代国君，世世承其大

祖之正体所构成的一体关系”; 所谓“国、君一体”，

则是指“国家的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所构成的一

体”。“‘一体’的基本意涵即人的身体，因此前者是

着重在子孙为先祖之遗体那样的一体联系，世代继

体，解消了时间对先祖正体的局限，换言之，即以空

间解消了时间。后者则直接就空间概念( 身体的各

个部分) 论述社会关系。”③从此角度，我们可以明

了，何以笔者会认为: 中国共产党人的“生死伦理”

体现了儒家生死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? 因

为此种“生死伦理”，既有关乎党在时间维度上抓好

自身建设、贞定信仰、不忘初心、护持传统、清正党风

的层面( “敬慎厥德”以期实现党的“不忘初心，继续

前进”) ，亦有关乎党在空间维度上强化与人民群众

生死盟约的层面( “以德受命”以期实现人民与党的
“一体”) 。

钱穆先生曾经指出: 中国“传统政治有与西方

截然不同者两大端”，一是“吾国自古政体，开始即

形成一种广土众民大一统的局面，与希腊市府( 按

即城邦政治) 之小国寡民制不同”，二是“吾国自古

政治，即抱有一超阶级超民族的理想，即抱有一对人

类全体大群尽教导督率之责任”。④ “若目西国政

权谓‘契约政权’，则中国政权乃一种‘信托政

权’。西人亦自有所信托，其所信托者在教会不在

政府。……西国于教会外不得不别有政治，而中国

于政治外却可以不复需宗教。”⑤理解了儒家生死观

及其与中国共产党人“生死伦理”的内在勾联，当可

理解钱穆先生所言“广土众民大一统”与“信托政

权”这两大中国传统政治特征，其实具有弥足珍贵

的当下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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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③ 王健文:《奉天承运———古代中国的“国家”概念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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